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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正念对配偶家庭满意度和工作投入的影响* 

倪  丹  刘琛琳  郑晓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文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采用体验抽样法收集了一家商业银行 114 名员工及其配偶的数据。结果表明, 在

个体内层面, 员工正念通过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中介作用影响其配偶家庭满意度及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 在个体

间层面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节了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关系及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中介作用, 即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水平越高, 员工正念对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影响及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中介作用相对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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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正念实践在国内外企业中的逐步开展, 管

理 学 者 对 正 念 也 投 入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关 注 。 正 念

(mindfulness)指的是个体对当前的事件和体验保持

一种不加评判的注意和觉察(Glomb et al., 2011)。尽

管研究已充分证实正念在工作场所中的重要作用

(Good et al., 2016), 但是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正念的个

体内(intrapersonal)效果, 而有关个体间(interpersonal)

效果的探讨仍然有限(Glomb et al., 2011; Montes- 

Maroto et al., 2018), 尤其是正念对配偶的影响。这

一方面的缺失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们对正念效

果准确且深入的理解(Purser & Milillo, 2015; 郑晓

明, 倪丹, 2018)。考虑到正念在本质上具有人际功

能性的表征(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 

学者应充分考虑其在个体间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进

而拓展正念的人际后效的研究(张静 等, 2017; 郑

晓明, 倪丹, 2018)。除了跨个体的效果外, 正念在

跨领域过程中的效果也被学者们所强调(Glomb et 

al., 2011)。工作与家庭是成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Aryee & Luk, 1996), 大量工作与家庭界面的

研究已发现员工与配偶间的互动以及个体特征与

状态对于双方的家庭和工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e.g., 

Wang et al., 2019; Xie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19; 

高中华, 赵晨, 2014; 马红宇 等, 2014; 谢菊兰 等, 

2017)。可见, 系统地讨论正念在不同领域及跨领域

过程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 目前大多数的

正念研究仅关注某一个领域 (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 尤其是工作领域, 而鲜有研究

同时探讨了正念在不同领域中的作用(Reb et al., 

2014)。 

鉴于此 , 本 研究采用 资 源保存理 论 (Hobfoll, 

1989), 考察了个体内的员工正念对配偶家庭满意

度(family satisfaction)及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的影响 , 包括个体内员工情感联结策

略(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的中介作

用及个体间配偶的家庭负面情感表达(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的调节效果。资源保存理论指

出, 个体有动机投入和使用资源, 而丰富的初始资

源促使个体充分利用和投资已有资源, 并将其投入

到后续的活动中(Halbesleben et al., 2014; Hobfoll, 

1989, 2011)。然而当初始资源相对匮乏时, 个体容

易受到资源损失的风险, 且投资和使用现存资源变

得更加困难。由于正念让员工对当前的内部和外部

刺激保持不加评判地注意和觉察(Brown & Ryan, 

2003, 2004), 它能够帮助员工存储能量, 并使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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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源在后续的活动中(Good et al., 2016; Shapiro 

et al., 2006)。同时, 根据以往很多学者的观点(e.g., 

Haun et al., 2018; Hülsheger et al., 2013; 郑晓明 

等, 2019), 本文将正念看作一种个体的状态, 强调

了正念具有变化性, 可能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而发

生 变 化 。 这 符 合 资 源 本 身 应 具 有 波 动 性 的 观 点

(Halbesleben et al., 2014)。因此, 正念是个体所具有

的一种有价值的内部资源(Fisher et al., 2019; Grover 

et al., 2017; Kroon et al., 2015; Montani et al., 2018; 

Taylor & Millear, 2016; 郑晓明 等, 2019), 当员工

体验到高正念后, 他们更可能将这一资源投入到与

配偶的互动过程中。高正念状态的员工专注当下, 

对内在体验和外部环境进行不加评判的接纳, 这将

促使员工对配偶表达积极的情感(e.g., Chen et al., 

2020; Wachs & Cordova, 2007), 给予对方温暖, 与

对方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Kemper, 1984; Liu et al., 

2012)——情感联结策略。这种良性的情感策略有助

于促进人际互动与交流, 拓展社会联结(Liu et al., 

2012; Lively & Powell, 2006), 因而可以改善配偶

的家庭满意度 , 帮助配偶在第二天更加投入地工

作。资源保存理论也指出, 当个体感到资源受到潜

在威胁时, 他们不再愿意投入和使用现有资源, 而

是采取保护行动防止资源被进一步损耗(Hobfoll, 

1989)。一般情况下, 配偶经常向员工表达负面情感

的行为将对员工的资源构成潜在的威胁。员工更可

能保护现存的正念资源, 从而在与配偶的日常交互

中减少对正念资源的投入和使用。由此, 正念对员

工情感联结策略、配偶结果的积极影响被进一步削

弱。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研究理论模型 
 

本研究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本研究通过探讨员工正念对配偶家庭满意度和第

二天早上工作投入的影响, 拓展了正念在人际方面

的后效文献, 并进一步推动了工作−家庭界面的本

土研究。第二, 本研究打开了员工正念与配偶结果

之间的“黑箱”, 强调了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中介作

用, 并拓展情感联结策略的前因, 从而丰富情感联

结策略的逻辑关系网。第三, 通过考察配偶的家庭

负面情感表达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回应了先前研究

的呼吁, 丰富了正念研究的边界条件。第四, 体验

抽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的使用有

益于我们获取大量生态数据集, 从而捕捉模型中这

一系列过程中的动态性, 加强因果关系的推断。 

1.1  个体内的员工正念作为一种个体资源 

正 念 作 为 一 种 重 要 且 独 特 的 个 体 内 部 资 源

(Fisher et al., 2019; Grover et al., 2017; Kroon et al., 

2015; Montani et al., 2018; Taylor & Millear, 2016; 

郑晓明 等, 2019), 展示了员工特定的初始资源状

态, 它会影响员工采取何种策略与配偶进行情感互

动。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个体资源, 正念具有其明显

的独特性。首先, 过去被广泛关注的个体资源主要

是心理资本资源(Xanthopoulou, Bakker, Demerouti, 

et al., 2007)。它们与个体的韧性程度、积极的核心

自我概念有关(Barbier et al., 2013; Hobfoll et al., 

2003; Xanthopoulou, Bakker, Dollard, et al., 2007), 

从而能够为个体提供使用和发挥可用资源的机会, 

帮助个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但是, 正念与自我

概念的联系较小, 而更多地与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

注意力资源有密切的联系(Grover et al., 2017)。当员

工体验到高水平的正念时, 他们更可能与未来和过

去相分离, 并将注意力充分地集中在当前的事物或

体验上(Grover et al., 2017)。其次, 传统的个体资源

的确与掌握和使用资源机会有紧密联系。然而, 正

如 Kroon 等人(2015)曾明确指出, 在这些已被发现

的个体资源之外 , 正念提供了一种额外的独特资

源。这是因为正念包含了一种对当前而非过去或未

来体验和事件的开放式的觉知和注意。正念使员工

能够观察内外部刺激, 而不去判断或评估, 增强了

他们对其它资源(包括其它个体资源和外部资源)的

觉知和发现。也就是说, 正念作为一种个体资源不

仅可以帮助员工接受他们当前的资源水平, 减少对

环境中可用资源的依赖, 还能够使其感知更多的替

代资源(Kroon et al., 2015)。再次, 资源保存理论强

调了资源是那些人们看重的, 并有助于达成目标的

事物。传统的个体资源大多聚焦于帮助个体实现这

些目标或价值, 而正念不仅如此, 还可以帮助员工

识别出哪些是他们真正看重和在意的事物(Deci & 

Ryan, 1985; Shapiro et al., 2006)。这是因为通过觉

知和注意当前的体验和事件, 员工有机会识别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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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那 些 对 于 他 们 生 活 有 重 要 意 义 的 价 值 和 目 标

(Montani et al., 2018)。因此, 正念可以促进员工选

择更真实、更符合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需求和

兴趣的行为 , 从而改善自我调节(Brown & Ryan, 

2003; Levesque & Brown, 2007; Shapiro et al., 

2006)。最后, 资源保存理论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理论

(Halbesleben et al., 2014), 强调了资源具有动态性、

波动性(Halbesleben et al., 2014)。在正念文献中, 很

多学者都强调并且证实了个体正念体验的可变性。

然而, 一些传统的个体资源(如尽责性、自我效能感)

并不一定具有充分的可变性。因此, 可变性也是正

念区别于很多传统的个体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综

上, 正念作为一种特殊个体资源, 有别于传统的个

体资源, 因而对于员工和配偶的表现将具有重要且

独特的影响。 

1.2  个体内的员工正念与情感联结策略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及正念文献, 本文认为个体

内的正念促进员工采用情感联结策略。情感联结策

略指个体向对方表达那些具有温暖、积极、鼓舞人

心特点的积极情感, 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具有建立和

改善人际关系的重要功能(Liu et al., 2012)。个体在人

际交互的过程中使用积极情感已成为人际影响的重

要方式之一。研究发现表达积极情感对于改善人际

关系有重要效果(Glasø & Einarsen, 2008; Kopelman 

et al., 2006; Liu et al., 2012; Staw et al., 1994), 但是

有关其前因的探讨较为局限(Davila et al., 2017)。学

者指出, 人们能够控制和调节自身的情感表现方式

(Liu et al., 2012), 如抑制或强化自身积极情感的展

示(Gordon, 1990; Guerrero & Andersen, 1998)。尤其是

个体通常会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情感表达策略(Goffman, 

1959), 进而来展示特定目的(Parkinson, 1997)。 

在本文中, 充足的正念资源可以帮助员工参与

到情感联结的策略中, 因为当员工体验到高水平正

念 时 , 他 们 的 注 意 力 会 持 续 而 稳 定 地 关 注 当 下

(Brown & Ryan, 2003)。在与配偶互动的过程中, 他

们可以保持专注并对配偶的情感状态保持敏感和

警觉, 而不会心不在焉地思考其它事情, 或被无关

事情所干扰。例如, 在与配偶一起进行家务活动或

交谈时, 高正念促使员工专注于当前与配偶的家庭

活动中 , 而不会无意识地将注意力分散至其它地

方。处于专注状态中的员工对内部体验和外部环境

保持着较高的注意力, 更可能巧妙地表现他们的积

极情绪(Wachs & Cordova, 2007)。总之, 人际交往

中有意识地专注他人及其感受是个体采取积极的、

适应性的情感策略(如安慰、鼓励等)的基本前提和

条件(Wachs & Cordova, 2007)。  

更为重要的是, 学者已指出正念与情绪智力紧

密联系, 正念能促使个体准确、有效地感知和调节

自身与他人情感状态(Chambers et al., 2009; Schutte 

& Malouff, 2011)。由于正念帮助个体不沉浸于过去

或未来的情感或事件中(Brown & Ryan, 2003), 它

能够帮助员工减少过激的情感反应和情感失调(Arch 

& Craske, 2010; Hill & Updegraff, 2012), 获得良好

的自我情感调节状态(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由此, 高正念状态下的员工不仅减少了

自身对不愉快事件的负面评价, 修复消极情绪, 还

会体验和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感(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例如, 高正念的员工通过调试自

身的注意力, 可以实现积极的重新评估, 以更清晰

和客观的方式看待自身情感(Baer, 2003; Hülsheger 

et al., 2014)。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从主观体验中退

后一步 , 将其视为纯粹的事物(Good et al., 2016; 

Shapiro et al., 2006)。通过重新感知, 员工即使是对

待他们的悲伤和绝望等负面情绪 , 也不会陷入其

中。因此, 高正念状态允许员工从消极的情感状态

中分离出来 , 有效修复消极情绪(Broderick, 2005; 

Williams, 2008), 减少了自身对不愉快事件的负面评

价(Garland et al., 2009)。不仅如此, 正念能促使个

体准确、有效地调节自身与他人情感状态(Chambers 

et al., 2009; Schutte & Malouff, 2011), 通常可以帮

助个体体验和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感(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 从而提升了员工向配偶表

达有益的情感的可能性。目前, 已有实证研究发现, 

高正念的个体通常会向他人表达出更多的积极情

感(Turpyn & Chaplin, 2016)。Wachs 和 Cordova (2007)

也发现正念改善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技能, 包括对情

绪的识别和认同、表现更多的同理心等。他们指出

关注他人的情绪可能会促使个体对他人作出建设

性的情感反应, 而非冲动的情感反应。因此, 正念

能促进个体对他人表现出更多的有益情感。 

此外, 体验到高正念的员工坦然接纳自身体验

和外部刺激(Glomb et al., 2011), 更可能不加评判

地站在配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Morgan & Morgan, 

2005), 并保持接纳与开放的心态(Baer et al., 2004; 

Lau et al., 2006)。由此, 高正念状态下的员工更倾

向于对配偶表现出周到且友好(如安慰、启发、鼓

励和温暖等)的情感反应(Wachs & Cordova, 2007)。

例如, 具有高正念状态的员工更可能设身处地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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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着想, 容忍家庭中所产生的分歧或矛盾, 并以一

种不加评判的心态来应对; 在配偶失意时给予安慰, 

在配偶迷茫时及时启发和鼓励配偶以积极应对。当

员工在家中具有高正念状态时, 他们能够自我调节, 

避免冲动或负面的回应, 进而为配偶提供了一个温

暖和亲密的交往环境(Duncan et al., 2009)。已有许

多实证研究发现, 正念通过有效调节个体的情感状

态, 能够使得个体向他人表达移情, 产生出更多的

共情关怀(Beitel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20; Wachs 

& Cordova, 2007)。因而, 高正念状态下的员工更可

能给予配偶以鼓励、支持和安慰等积极情感, 帮助

配偶获得更多的资源(Bishop et al., 2004)。可见, 高

正念状态增加了情感功能性(emotional functioning)

的表现(Chambers et al., 2009), 即有助于员工主动

表达积极情感, 改善与配偶的情感互动方式, 进而

来维系与对方的融洽关系(Karremans et al., 2015; 

Pakenham & Samios, 2013)。由此, 我们提出, 高正

念状态可以促使员工采用情感联结策略。 

假设 1：在个体内层面, 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

联结策略呈正相关的关系。 

1.3  个体内的情感联结策略的中介作用 

家庭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对家庭生活总体方面

的满意程度(Ford et al., 2007)。鉴于积极的情感表

达在夫妻关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Hershenberg 

et al., 2016), 尤其是情感联结策略集合了温暖、传

播正能量、鼓舞人心等多种功能(Liu et al., 2012), 

本文认为这种策略有助于改善配偶的家庭满意度。  

由于情感联结策略具有给予安慰、启发、鼓励、

温暖等特点(Liu et al., 2012), 当员工采用情感联结

策略时, 员工所给予的情感支持及其对当前沟通与

交流的重视将得到突显。尤其是个体在共情沟通间

建立情感联结策略可以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痛

苦 或 担 忧 联 系 起 来 , 从 而 加 深 双 方 的 移 情 过 程

(Miller, 2007)。上述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配偶

在这段关系中的人际联结感和亲密度, 进而使得目

标对象感到更加幸福(Liu et al., 2012; Staw et al., 

1994)。 

此外, 情感联结策略意味着员工在人际交互过

程中表达良好的情感, 展示积极的人际互动, 因而

具有强烈的情感吸引力(Staw et al., 1994), 能够有

效改善配偶对家庭生活的评价, 进而提升其家庭满

意度。例如, 在家庭交谈中, 员工主动表达积极情

感, 给予支持和启发, 能够使得夫妻关系更加融洽, 

提升配偶对家庭的满意度。有关工作与家庭关系的

研究发现, 个体的情感(如活力)和态度会产生交叉

效应, 对于配偶产生显著影响(Takeuchi et al., 2002; 

Westman et al., 2009)。在本研究中, 员工通过情感

联结策略向配偶表现积极的情感, 可以产生积极的

交叉效应。也就是说, 员工的情感联结策略能够激

发配偶更多的积极情感, 让配偶从特定事件中恢复

过来(Gable et al., 2004), 进而更可能感受家庭生活

的美好。 

实证研究表明, 对夫妻间进行情感联结干预可

以使得双方具有更高的关系满意度与依恋度(Pietrzak 

et al., 2016)。Litzinger 和 Gordon (2005)也发现积极

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改善夫妻间的关系, 并提升满

意度。因此, 员工的情感联结策略有助于提升配偶

家庭满意度。更进一步, 本研究提出, 员工情感联

结策略在员工正念与配偶家庭满意度的关系间起

到了中介作用。 

假设 2：在个体内层面,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与

配偶家庭满意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假设 3：在个体内层面,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中

介了员工正念与配偶家庭满意度的关系。 

工作投入是一种积极、充沛、持久及普遍的情

感−认知状态(Schaufeli et al., 2006)。鉴于情感联结

策略的特点, 本文认为员工的情感联结策略可以提

升配偶第二天早上的工作投入。如前所述, 在家庭

领域中, 员工对于情感联结策略的使用实际上是一

种友善且促进人际关系的行为(Liu et al., 2012)。它

展示了支持性的人际互动倾向 , 将促进良好的交

流与沟通(Liu et al., 2012)。尤其是员工将积极的情

感 传 递 出 来 , 有 助 于 配 偶 积 累 更 多 的 情 感 资 源

(Halbesleben et al., 2012)。研究表明, 当员工向配偶

展示了特定的情感或感受后, 双方之间会产生交叉

效应(Song et al., 2008; Song et al., 2011)。由此, 当

员工在家中向配偶展示出更多的积极情感时, 通过

交叉效应能够促使配偶的情感体验得到改善。根据

溢出效应(Kanter, 1977), 尽管家庭与工作存在暂时

的分界, 但是某一个领域的感情和行为会产生溢出

效应, 影响个体在另一个领域的表现。有关工作与

家庭关系的研究也证实了个体工作和家庭感受在

跨领域之间的显著效果(Bakker et al., 2009; Ford et 

al., 2007)。由此, 配偶在家庭中所积累的情感资源

可以溢出到工作领域, 进而帮助他们在第二天工作

时更加投入。 

此外, 情感联结策略给予配偶的积极能量和支

持,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其当天所面临的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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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感受(Cohen & Wills, 1985; Cutrona & Suhr, 

1992), 从而帮助配偶更迅速地得以恢复。可见, 情

感联结策略给予了配偶充足的家庭支持, 而家庭领

域的支持往往对于个体的工作投入具有重要的影

响(王永丽 等, 2012)。因此, 高水平的情感联结策

略可以使配偶有效且积极地应对第二天的工作。 

因此, 员工的情感联结策略有助于提升配偶第

二天早上的工作投入水平。更进一步, 本研究提出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在员工正念与配偶第二天早上

工作投入的关系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假设 4：在个体内层面,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与

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呈正相关的关系。 

假设 5：在个体内层面,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中

介了员工正念与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的关系。 

1.4  个体间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的调节效果 

家庭情感表达指的是家庭成员间语言或非语

言的表达方式, 而负面情感表达强调了个体对消极

情感的宣泄(Halberstadt et al., 1995)。本文认为, 个

体间的配偶高水平的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削弱了个

体内层面的员工正念与情感联结策略间的关系。 

当配偶总爱表达负面情感时, 这实际上对员工

造成了一种资源威胁(Halbesleben et al., 2012), 因

为员工需消耗大量资源以面对和处理这种负面情

感表达方式。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当资源受到威胁

时, 员工通常会采取行动保护已有资源, 以防止资

源的进一步损耗(Hobfoll, 1989)。因而, 在此情况下, 

员工很可能不再继续投入自己内在的正念资源, 而

是采取行动保护它, 以预防其进一步受到损失。由

此, 正念对情感联结策略的积极效果被削弱。反之, 

当配偶的负面情感表达水平较低时, 员工的资源未

受到严重威胁, 因而更可能充分使用自身的正念资

源, 以投入到情感联结的策略中。 

整合上述所有假设, 本文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

介模型, 即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节了员工正念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配偶结果的关系。 

假设 6：个体间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节

了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间的关系, 即高水

平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削弱了员工正念与员

工情感联结策略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 7：个体间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节

了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对员工正念与配偶家庭满意

度关系的中介作用, 即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水平

越高, 该中介作用越弱。 

假设 8：个体间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节

了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对员工正念与配偶第二天早

上工作投入关系的中介作用, 即配偶家庭负面情感

表达水平越高, 该中介作用越弱。 

2  方法 

2.1  样本与流程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北方的一家商业银行。该

银行的主要经营内容包括存款、贷款、结算、债券、

担保等业务。在高层领导者的高度支持与人力资源

部的全力配合下, 研究者邀请了该银行所有符合要

求(即已婚状态 , 配偶有稳定工作 , 且双方长期居

住在一起)的 449 名一线员工及其配偶参与此项研

究。其中, 129 名员工及其配偶愿意参加此项调研。

研究者随后邀请了这些员工及其配偶参加现场的

调研说明会, 详细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并保

证数据只作研究之用。高层领导者也表达了他们对

该项目的支持, 并鼓励大家积极配合。在说明会结

束之前, 我们邀请这 129 名员工和配偶填写人口统

计学信息, 配偶还评估了自身的负面情感表达的水

平。鉴于本研究涉及员工和配偶双方答卷, 研究者

在调研说明会中向参与者多次强调独立填写问卷

的要求。员工和配偶双方一致同意并承诺会按照要

求完成每日问卷后 , 才会进入每日问卷的填答环

节。在调研说明会结束之后 , 研究者分别回收了

126 名员工及其配偶的基线问卷。接下来, 员工和

配偶被邀请填写连续 10 个工作日的问卷。一方面, 

根据以往学者的普遍做法(e.g., Barnes et al., 2015; 

Dimotakis et al., 2011; Ilies et al., 2017; Koopman et 

al., 2016; 孙旭 等, 2014; 郑晓明 等, 2019), 体验

抽样法的每日数据收集仅涉及工作日, 不包括休息

日。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和提升体验抽样法的生态

效度, 我们应尽量在特定状态发生的地方或时间段

内进行测量 (Ilies et al., 2017; Ilies et al., 2007; 

Sonnentag & Bayer, 2005)。考虑到在真实的工作情

境中测量配偶的工作投入, 才能更加准确捕捉该变

量的实际水平, 因此本研究中的每日调研时间涉及

10 个连续的工作日。所有的每日问卷采用线上方式

进行, 由研究者从后台通过手机社交软件将问卷链

接发送给参与者。在参与者接收到问卷链接之后, 

仅需点击链接, 即可开始进行答卷。具体而言, 在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 9 点, 配偶会收到一个邀请其评

估工作投入的电子问卷链接。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

8 点 30 分, 员工和配偶都会分别收到一个电子问卷

链接。员工需要评价自身的正念水平和情感联结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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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配偶需要评价自身的家庭满意度。为了保证员

工和配偶独立填写问卷, 本研究分别将问卷链接发

送到员工和配偶的手机上, 并设定“一台电子设备

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只能填答一次问卷”。在发送

每日问卷链接的时候, 问卷页上也会提醒参与者独

立填写此问卷。同时, 为了增加回收率, 研究者根

据 Fisher 和 To (2012)的建议, 在发送电子问卷链接

后的一个小时左右向那些尚未填写问卷的参与者

发送一个提醒。 

在删除有大量缺失值的数据后, 最终样本包含

114 名员工及其配偶。其中, 员工每日晚上问卷共

1133 份(潜在可回收问卷 = 10 份×129 人; 回收率

为 87.83%), 配偶每日上午问卷共 1107 份(潜在可

回收问卷 = 10×129 人; 回收率为 85.81%), 配偶每

日晚上问卷共 1121 份(潜在可回收问卷 = 10×129

人; 回收率为 86.90%)。在最终的员工样本中, 女性

占比为 76.30%, 平均年龄是 28.96 岁(SD = 3.02), 

88.60%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SD = 0.37), 平

均在本银行的工作年限为 6.35 年(SD = 3.55)。在最

终的配偶样本中, 平均年龄是 30.11 岁(SD = 3.06), 

71.90%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SD = 0.58), 平

均在当前公司的工作年限为 5.84 年(SD = 3.48)。 

2.2  测量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均来自西方, 我们采

用了翻译和回译的程序, 以保证中文问卷的指导语

和题项能够准确表达原始英文问卷的含义(Brislin, 

1986)。 

2.2.1  员工正念 

Hülsheger 等人(2014)对 Brown 和 Ryan (2003)

的量表进行了修订, 选出 5 个题项以测量每日的正

念状态。在本研究中, 我们同样采用该量表来测量

员工的正念水平。评价尺度从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

全同意)。参与者被要求根据其今天在家中与配偶

相处时的状态进行评估, 示例项目如“我很自动化

地做事情, 而不在意我正在做什么”。所有题项均为

反向题, 为了在分析中更好地解释结果, 我们将题

项分数进行了转换, 进而使得高分表明高水平的正

念状态。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在 10 天中的信度均值

为 0.90。 

2.2.2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 

我们采用了 Liu 等人(2012)所开发的量表来测

量员工的情感联结策略。该量表共 3 个题项, 参与

者被要求根据其今天在家中与配偶相处时的状态

进行评估, 示例项目如“我通过表达正向的情绪(如

欢乐、温暖)来建立与配偶之间的关系”。评价尺度

从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 该

量表在 10 天中的信度均值为 0.85。 

2.2.3  配偶家庭满意度 

我们采用了 Kopelman 等人(1983)的量表中的 3

个题项。参与者被要求根据其今天在家中与配偶相

处时的感受进行评估, 示例题项如“我很喜欢我的

家庭”。评价尺度从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在 10 天中的信度均值为 0.79。 

2.2.4  配偶工作投入 

我们采用 Schaufeli 等人(2006)所开发的简短版

的量表来测量配偶工作投入。该量表共 9 个题项, 

参与者被要求评估他们当前的工作状态, 示例题项

如“在工作中, 我感到自己迸发出能量”。评价尺度

从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 该

量表在 9 天中的信度均值为 0.92。 

2.2.5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 

我们使用 Halberstadt 等人(1995)所开发的量表

来测量配偶的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该量表有 17 个

题项 , 示例题项如“我因家里遇到困难而指责配

偶”。评价尺度从 1(从未)到 9(非常频繁)。在本研究

中, 该量表的信度均值为 0.87。 

2.2.6  控制变量 

由于不同性别的个体, 对于特定的人际交互状

态有不同的感知和反应(Thoits, 1986; Thompson & 

Cavallaro, 2007), 因而可能会影响正念的效果。同

时, 以往有关正念的人际效果的研究控制了个体的

性别差异(Reb et al., 2014; Schuh et al., 2019)。因此, 

本研究在后续的分析过程中将员工性别作为了控

制变量。 

2.3  分析策略 

由于本研究数据具有嵌套性质(每日数据嵌套

于个体内), 我们首先计算了员工正念、员工情感联

结策略、配偶家庭满意度和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

入的个体内方差百分比, 以考察这些变量是否适合

进行跨层分析。我们通过 Mplus 8.0 软件(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对核心变量进行了跨层的验证

性因子分析。在检验假设之前, 我们对个体内层面

的预测变量(员工正念)进行了个体均值中心化处理, 

以确保其个体内的预测效果的准确预估(Hofmann 

& Gavin, 1998)。我们对个体间层面的预测变量(配

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以及控制变量(员工性别)进

行了总均值中心化处理(Hofmann & Gavin, 1998)。

此外, 本研究关注的一个结果变量是配偶第二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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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工作投入, 因而在分析过程中, 我们检验的是

个体间层面的变量及个体内层面的当天预测变量

对于第二天早上配偶工作投入的影响系数。 

我们在 Mplus 8.0 软件中使用跨层分析方式来

检验假设。具体而言, 根据以往学者的建议(Preacher 

et al., 2011; Preacher et al., 2010), 我们设定了 1–1–1

中介模型。当检验中介效应的时候, 我们使用蒙特

卡洛模拟(Monte Carlo method; Preacher et al., 2010)

的方式(20, 000 重复抽样)来预估中介作用在 95%置

信区间上的显著性。更进一步, 为了检验跨层的调

节效果, 本研究将员工正念预测个体内层面的随机

截距的个体内均值包含在模型中, 进而检验个体间

层面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的不同水平对员工

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之间关系的影响(Bauer et 

al., 2006; Preacher et al., 2007)。此外, 我们通过蒙

特卡洛模拟的方式(20, 000 重复抽样)来检验被调

节中介效应(Selig & Preacher, 2008), 即考察在高

水平(高于均值 1 个标准差)和低水平(低于均值 1 个

标准差)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下, 员工情感联

结策略在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否

在 95%置信区间上显著。最后, 我们计算了伪 R 方

(pseudo R-square; Snijders & Bosker, 1999)来评估

本研究模型的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方差, 以

作为效用值的预估。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首先分别检验了个体内层面变量的个

体内方差的百分比。结果表明, 这些变量均具有充

足的个体内方差百分比(见表 1), 因而适合进行跨

层分析。本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见表 2 所示。在个体内层面, 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

结策略显著正相关(r = 0.15, p < 0.001)。员工情感策 

表 1  变量的个体内方差百分比 

变量 
个体内 

方差(e2) 

个体间 

方差(r2) 

个体内方差

百分比(%)

员工正念 0.54 0.85 38.79%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 0.63 0.59 51.44% 

配偶家庭满意度 0.42 0.54 43.71% 

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 0.41 0.86 32.31% 

注: 个体内方差百分比=个体内方差/(个体内方差+个体间方差)。 

 

略与配偶家庭满意度(r = 0.09, p = 0.003)、配偶第二

天早上工作投入(r = 0.08, p = 0.011)都显著正相关。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鉴于样本与题项总数的比率会影响模型总体

的拟合度, 学者建议使用题项打包的方法(Little et 

al., 2013; Williams et al., 2009)。由于模型中的工作

投入与家庭负面情感表达的题项数量相对较多, 本

研究采用题项−构念平衡法(item-to-construct-balance 

approach)对这些题项进行打包。工作投入和家庭负

面情感表达的题项分别打包为 3 个指标。结果表明, 

假设模型(五因子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度良好

(χ2(180) = 336.37, p < 0.001, TLI = 0.96, CFI = 0.97, 

RMSEA = 0.03, SRMR 个体内 = 0.03, SRMR 个体间 = 

0.05), 而其它 4 种替代模型的拟合指数都显著变差

(见表 3)。由此, 本研究模型中的 5 个核心变量之间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3  假设检验 

3.3.1  直接效应 

假设 1 提出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呈正

相关的关系。结果(见表 4)支持了这一假设, 即员工

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γ = 0.15, SE = 0.05, p = 0.001)。同时, 假设 2 和假

设 4 分别提出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与配偶家庭满意度

和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呈正相关的关系。结果

显示 ,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与配偶家庭满意度(γ =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M SD 个体内 SD 个体间 1 2 3 4 5 6 

1. 员工正念 5.20 0.73 0.92  0.10 0.17 0.17 0.10 –0.32***

2.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 5.18 0.79 0.77 0.15***  0.18 0.15 0.07 –0.06 

3. 配偶家庭满意度 5.98 0.65 0.74 0.02 0.09**  0.38*** –0.10 –0.33***

4. 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 4.66 0.64 0.93 0.05 0.08* 0.08*  0.05 –0.34***

5. 员工性别 0.76 — 0.43 — — — —  –0.23* 

6.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 3.61 — 1.02 — — — — —  

注：个体内层面的样本 = 998–1133; 个体间层面的样本 = 114。个体内层面变量的信度是基于 10 天观察结果的平均内部一致性系

数; 对角线右上方的结果是将个体内层面变量聚合到个体间层面变量后, 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性别：男性 = 0, 女性 = 1。*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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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Δχ2 TLI CFI RMSEA SRMR 个体内 SRMR 个体间

五因子模型 336.37 180  0.96 0.97 0.03 0.03 0.05 

四因子模型         

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并入一个因子 1285.17 187 948.80*** 0.76 0.80 0.07 0.09 0.13 

配偶家庭满意度与配偶工作投入并入一个因子 1503.10 187 1166.73*** 0.71 0.76 0.08 0.10 0.10 

三因子模型         

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并入一个因子; 配

偶家庭满意度与配偶工作投入并入一个因子 
2352.16 192 2015.79*** 0.54 0.61 0.10 0.13 0.16 

二因子模型         

所有个体内层面的变量并入一个因子 4078.60 195 3742.23*** 0.18 0.30 0.13 0.18 0.22 

注：*** p < 0.001。 

 
表 4  跨层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 配偶家庭满意度 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 

个体内层面的变量    

员工正念  0.15** 

(0.05) 
0.01 

(0.03) 
0.04 

(0.03)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  0.07* 

(0.03) 
0.06* 

(0.02) 

个体间层面的变量    

员工性别 0.10 
(0.18) 

–0.20 
(0.16) 

0.09 
(0.20)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 –0.04 

(0.07) 

  

跨层交互项    

员工正念 ×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 –0.10* 

(0.04)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SE)。员工正念进行了个体均值中心化处理,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和员工性别进行了总均值中心化处

理。当不包含控制变量时, 研究模型仍然被支持。*p < 0.05, **p < 0.01。 

 

0.07, SE = 0.03, p = 0.016)、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

入(γ = 0.06, SE = 0.02, p = 0.016)均具有正向关系。

因而, 假设 2 和 4 也得到了支持。 

3.3.2  中介效应 

假设 3 提出,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中介了员工正

念与配偶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员工情

感联结策略在上述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系数是 0.011, 

在 9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0.002, 0.024]。由此, 假

设 3 得到了支持。同时, 假设 5 提出, 员工情感联

结策略中介了员工正念与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

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在上

述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系数是 0.009, 在 95%的置信

区间上显著[0.001, 0.019]。由此, 假设 5 也得到了

支持。 

3.3.3  调节效应 

假设 6 提出个体间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

节了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之间的关系。研

究结果显示,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对该关系起到

了显著的调节作用(γ = –0.10, SE = 0.04, p = 0.018)。

交互效应图(见图 2 所示)和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表

明, 当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处于低水平时(低于

平均值 1 个标准差), 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结策

略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γ = 0.25, t = 3.70, p < 

0.001)。然而, 当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处于高水 
 

 
 

图 2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对员工正念与员工情感联

结策略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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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高于平均值 1 个标准差), 员工正念员工情感

联结策略间不存在显著关系(γ = 0.05, t = 0.87, p = 

0.384)。因此, 假设 6 得到了支持。 

3.3.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假设 7 进一步提出,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

节了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在员工正念与配偶家庭满

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 员工正念−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配偶家庭满意度的间接效应在

低水平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的情况下显著, 间

接效应为 0.018 (95%置信区间为[0.003, 0.038]), 然

而在高水平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的情况下间

接效应不显著, 间接效应为 0.004 (95%置信区间为

[–0.005, 0.014])。二者差异是显著的(95%置信区间

为[–0.037, –0.001])。因而, 假设 7 得到支持。类似

的, 假设 8 提出, 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调节了员

工情感联结策略在员工正念与配偶第二天早上工

作投入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员工正念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的

间接效应在低水平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的情

况 下 显 著 , 间 接 效 应 为 0.014 (95%置 信 区 间 为

[0.002, 0.030]), 然而在高水平的配偶家庭负面情

感 表 达 的 情 况 下 间 接 效 应 不 显 著 , 间 接 效 应 为

0.003 (95%置信区间为[–0.004, 0.011])。二者差异是

显著的(95%置信区间为[–0.028, –0.001])。因此, 假

设 8 也同样得到了支持。最后, 结果显示, 本研究

的被调节中介模型解释了中介变量(情感联结策略) 

2.21%的方差, 结果变量(配偶家庭满意度和配偶第

二天早上工作投入) 4.75%的方差。 

3.3  补充分析 

由于员工正念、情感联结策略、配偶家庭满意

度均在同一时间段收集, 我们可能无法完全排除其

它可替代性的关系。对此,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三

个潜在的可替代性关系,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

果关系推论的问题。首先, 配偶的家庭满意度可能

会增加员工的正念水平。研究结果表明, 配偶家庭

满意度与员工正念无显著的关系(γ = 0.02, SE = 

0.04, p = 0.575)。其次,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员工正

念−配偶家庭满意度”的模型结果表明, 员工情感联

结策略与员工正念的关系显著(γ = 0.13, SE = 0.04, 

p = 0.001); 但是员工正念与配偶家庭满意度的关

系不显著(γ = 0.01, SE = 0.03, p = 0.822); 另外, “员

工正念−配偶家庭满意度−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模

型结果表明, 员工正念与配偶家庭满意度的关系不

显著(γ = 0.02, SE = 0.03, p = 0.558); 配偶家庭满意

度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的关系显著(γ = 0.11, SE = 

0.04, p = 0.008)。由此, 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排除

了其它两种可替代关系的解释。 

更进一步, 本研究关注的是员工在家中的情感

表现对于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的影响, 但是从

理论上来说, 配偶自身的家庭满意度与配偶的工作

投入也可能存在正向的关系。对此, 我们进行了补

充分析。结果表明, 当考虑配偶的家庭满意度对配

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的影响后, 员工情感联结策

略仍然对配偶的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有显著的影

响(γ = 0.05, SE = 0.02, p = 0.029), 且该效应的显著

性比配偶家庭满意度与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

之间的显著性更高(γ = 0.07, SE = 0.04, p = 0.043)。 

4  讨论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对于正念文献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第

一, 本研究深入考察了员工正念对配偶家庭满意度

和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的影响, 进而拓展了员工正

念的人际效果研究。如前所述, 很少研究关注了正

念的人际效果, 而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员工正念对

于其配偶家庭体验和工作状态的影响, 拓展了正念

的后效。由此, 本研究也回应了学者们的呼吁, 即

进一步考察个体正念的人际效果(Brown & Ryan, 

2003; Glomb et al., 2011; Pratscher et al., 2019; 张

静 等, 2017; 郑晓明, 倪丹, 2018), 并验证了之前

有关正念促进积极工作−家庭界面感知的观点(e.g., 

倪丹, 郑晓明, 2019; 郑晓明 等, 2019)。更为重要

的是, 虽然先前少数研究关注了正念对配偶的影响

(Pakenham & Samios, 2013; Williams & Cano, 2014; 

陈国典, 杨通平, 2020), 但主要局限于某一单个领

域, 而本研究不仅探讨了同一领域中正念的人际效

果, 还考察了正念在跨领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

过将家庭领域和工作领域相联结, 本研究揭示了家

庭中的员工正念对于工作中配偶的工作状态的影

响(family-work process)。因此, 本研究从跨个体、

跨领域这两个方面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员工正念的

效果。更广泛地来说, 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在国

内外已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已基本证

实 , 员工与配偶之间的交互对于双方的家庭结果

(如情感与压力状态、婚姻满意度)和工作结果(如工

作投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e.g., Song et al., 2008; 

Song et al., 2011; 王永丽 等 , 2012; 谢菊兰 等 , 

2017)。可见, 配偶双方之间积极或消极的交叉和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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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在工作和家庭领域广泛存在。本研究通过将

员工正念与配偶的家庭与工作结果联系起来, 强调

了正念作为一种资源促进了健康、友善的家庭人际

交互, 改善了配偶的状态。由此, 本文将进一步推

动正念与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 并促进未来学者

继续考察中国本土的工作−家庭研究主题。 

第二, 本研究打开了员工正念与配偶结果之间

的“黑箱”。通过探讨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在员工正念

与配偶家庭满意度及配偶第二天早上工作投入的

中介作用机制, 本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员工正念如何

影响其配偶的家庭感受和工作体验。这一方面的探

索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正念与工作家庭界面的研

究。如前所述, 先前研究并未充分考察正念是如何

发挥积极的人际效果, 从而给配偶带来良好的家庭

和工作结果(e.g., Pakenham & Samios, 2013; Williams 

& Cano, 2014)。由此, 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尚不明

确, 这阻碍了我们对于正念人际效果的全面理解。

根据近来的正念综述性文章, 有关正念效果的机制

是被强调的, 学者们也鼓励未来研究可以充分挖掘

正念的独特效果和机制(Good et al., 2016; 张静 等, 

2017; 郑晓明, 倪丹, 2018)。由此, 本研究恰恰回应

了“如何”这个问题, 进一步阐明了员工正念影响其

配偶的家庭感受和工作体验的重要机制。 

第三, 本研究对于情感联结策略也具有一定的

贡献。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员工情感联结策略可以

改善人际联结、增强人际关系网络的获得(Liu et al., 

2012), 但是有关这一概念在员工与配偶之间的重

要作用尚不清晰。由此, 对于员工情感联结策略这

一中介作用的探讨不仅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厘清员

工正念如何影响配偶结果这一问题, 还在很大程度

上拓展了情感联结策略的前因和后效研究。尤其是

情感联结策略的文献主要聚焦于特定策略对于个

体自身或人际关系的影响, 但有关情感策略的前因

的探讨较为局限。本研究通过考察员工正念对于情

感联结策略的积极影响, 阐述了正念是情感联结策

略的一个影响因素, 从而丰富了情感联结策略的逻

辑关系网, 拓展了情感展示和表达的相关文献。 

第四, 本研究通过对配偶家庭负面情感在员工

正念与情感联结策略关系之间调节作用的探讨, 进

一步丰富了正念研究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发现在配

偶长期进行负面情感表达的情况下, 员工正念对情

感联结策略的作用被削弱, 进而使得员工情感联结

策略的中介作用也得到了弱化。本研究通过整合配

偶的情感表达方式来考察其对员工正念效果的影

响 , 更加全面展示了员工与配偶双方的交互过程 , 

强调了配偶的特定情感表达方式会影响员工对自

身正念资源的使用。由此, 本研究也对之前学者提

出的未来研究应关注正念边界条件的建议做出了

回应(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 Sutcliff 

et al., 2016)。特别指出的是, 先前研究强调了正念

在影响个体和他人积极结果上的强大预测力(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 而本研究的结果则

展示了正念的效果也存在一定的界限。这一方面的

探讨与发现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正

念效果的边界条件。 

第五, 鉴于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具有明显的波动

性(Glomb et al., 2011; Liu et al., 2012), 我们采用了

体验抽样法的数据收集方式。该方法有益于捕捉研

究模型中这一系列过程中的动态与变化, 抓取参与

者在自然情境下的体验反馈, 进而加强了本研究的

生态效度(Moskowitz & Young, 2006)。同时, 该研

究方法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对变量间进行因果

关系的推断。尤其是针对不同领域间正念效果的传

递作用, 本研究通过体验抽样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完

整、动态的视角以考察员工正念对于配偶结果的重

要影响。 

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一, 本研究

发现员工正念对配偶的家庭满意度、第二天早上工

作投入均有积极的影响。因此, 我们建议企业在员

工培训环节中可以适当引入正念冥想训练, 以期培

养员工保持正念的意识, 并提升员工的正念水平。

从员工的角度而言, 可以积极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

正念训练方式来提高自身的正念水平, 进而向配偶

传递积极情绪 , 改善配偶的家庭满意度和工作投

入。第二, 本研究发现员工的情感联结策略对配偶

结果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因此, 我们鼓励员工在

家中与配偶进行积极且有效的沟通, 传递积极情感, 

并表现出温暖、鼓励、启发等良好的人际情感行为。

例如, 在家庭谈话中, 员工可以主动展示积极的情

感状态, 向配偶提供情感支持, 改善与配偶的人际

联结。第三, 本研究发现配偶的家庭负面情感表达

会对正念效果产生消极的影响, 不利于提升配偶的

家庭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因此, 我们建议个体在家

庭生活中 , 尽量收敛自己的负面情感 , 主动把积

极、乐观的一面展现给对方, 从而改善配偶的家庭

感受和工作状态。例如, 个体可以采取有效的舒缓

和调节方式来应对自身的负面情感, 并尽量控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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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情感的过度表达。 

4.3  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但是也存在一些研究局限。第一, 本研究在论述和

提出假设的过程中, 提及了一些变量之间的潜在的

作用原理和机制, 但并没有实际测量这些内容。例

如, 本研究在解释员工情感联结策略与配偶结果之

间的关系时, 阐述了员工所采用的情感联结策略会

给予配偶更多的情感资源, 进而改善他们的家庭满

意度和第二天早上的工作投入。需指出的是, 本研究

并未实际测量配偶所感知到的资源状态。由此, 我

们建议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测量本研究变量

之间的潜在机制, 这将在更大程度上改善我们对变

量之间关系的理解, 对于正念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 

第二, 虽然本文提出并证实了员工情感联结策

略传递了员工正念对配偶家庭感受和工作状态的

作用 , 但是其它潜在的中介机制仍然存在。例如 , 

高正念状态下的员工所表现出的同理心、情绪调节

等有助于人际交互的行为也可能解释正念“如何”

产生特定的效果(Glomb et al., 2011)。同时, 员工情

感联结策略主要侧重情感路径, 但是有关工具性或

认知性方面的路径也值得被进一步探讨。为了加深

我们对于员工正念作用机制的理解, 未来研究可以

结合多种视角, 整合性地考察员工正念如何通过不

同路径影响配偶的态度或行为。 

第三, 通过强调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作为一

种资源威胁, 本研究考察了个体正念和情感联结策

略之间的边界条件。尽管从配偶的一般特性出发, 

本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时正念的积极效果会

被削弱, 从而为正念边界条件的探索提供了一些新

知。然而, 有关员工自身的因素和工作方面的因素, 

也可能影响正念效果的发挥(Sutcliffe et al., 2016)。

例如, 当员工的工作压力与需求较高时, 他们在工

作中所面临的资源威胁可能影响正念在家庭领域

中效果的发挥; 员工的直接领导者所具有的特定领

导风格(如家庭支持型领导行为), 可能也会影响正

念的效果。因此, 本文建议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

察其它重要的调节变量对员工正念和情感联结策

略之间的影响。 

第四,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 本研究采用的是体

验抽样法。该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变量之间

的动态变化, 更有效地帮助我们进行因果关系的推

论(Moskowitz & Young, 2006)。同时, 本研究通过

不同来源(即员工和配偶)收集相应的数据, 并通过

补充分析在一定程度了排除了其它关系的可能性。

但是, 我们仍然无法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提供充分

的证据。先前研究指出, 个体的特征或状态与情境

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e.g., de Jonge et al., 2001; Li 

et al., 2014), 同时, 夫妻双方间的情感扮演方式、

情感支持或交流方式也同样具有互为因果的特性

(e.g., Sanz-Vergel et al., 2012; Wright et al., 1998; 

Yoo et al., 2014)。对此, 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可以在

不同时间点分别收集核心变量, 或者采用实验法或

纵向研究设计来进一步检验本模型, 从而获得更有

效的因果关系的推论。例如, 配偶的状态和感受也

许会进一步影响员工的正念水平。尤其是鉴于目前

鲜有研究关注了正念的前因, 我们鼓励未来研究可

以充分考虑家庭因素或其它情境因素对于个体正

念的影响效果, 以期拓展正念的逻辑关系网。此外, 

本研究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尽量控制员工和配偶独

立完成每日问卷, 但是我们仍鼓励未来研究可以采

用更加有效的控制手段来实现问卷填写的独立性。 

第五, 研究的结论普适性受到一定的局限。本

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的一家商业银行, 对于银行

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 针对其它行业, 尤其

是差异很大的行业(如建筑业), 研究结果是否仍然

适用有待进一步考察。正如 Sutcliffe 等人(2016)所

提到,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文化差异对于正念

及其效果的影响。鉴于不同文化背景下, 夫妻间交

互状况、关系情况以及对于正念的看法等方面都可

能存在很大的差别, 我们期待未来研究能够考察本

研究模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适性。最后, 本研

究中变量之间的系数值相对较小, 但是均显著支持

了研究假设, 且结果与以往采用体验抽样法的研究

具有可比性。尽管如此, 我们呼吁未来研究可以进

一步通过体验抽样法的方式, 收集更多的每日数据

来复制本研究结果, 以检验模型的解释度。 

5  结论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正念文献, 本研究探讨了

员工正念如何以及何时影响配偶家庭满意度、第二

天早上工作投入。通过采用体验抽样法, 本研究得

到的结果包括：在个体内层面, 员工情感联结策略

中介了员工正念与配偶结果之间的关系; 个体间的

高水平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削弱了个体内层

面的员工正念与情感联结策略的关系; 更进一步, 

个体间的高水平的配偶家庭负面情感表达降低了

员工正念−员工情感联结策略−配偶结果这一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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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拓展了个体正念的后效, 加

强了我们对于正念在人际效果方面的理解, 对于正

念文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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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employee mindfulness on spous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NI Dan, LIU Chenlin, ZHENG Xiao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and when employee 

mindfulness influences spous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It proposes that employee mindfulness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pous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by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Meanwhile, COR theory suggests that threats to resources would urge individuals 

to protect rather than consume the remaining resources. Thus, this study considers spouse 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as a moder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mindfulness and employee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We collected data from front-line employees in a commercial bank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ir spous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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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At Time 1 (one week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daily surveys), we invited 129 

front-line employees to offer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e also asked their spouses to provid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rate the variable at the between-person level (i.e., 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During 10 workdays, we invited participants to rate the variables at the within-person level. At 9 a.m., spouses 

received a link to assess their work engagement. At 8:30 p.m., employees and their spouses received a link 

respectively. Employees rated their mindfulness and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and spouses were 

asked to rate their family satisfaction. The final valid sample consisted of 114 employees and 114 their spouses. 

Mplus 8.0 and the bootstrap technique were used to test our hypotheses. 

As hypothesized, our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 mindfulness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mployee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Employee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pous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in the next morning. 

Additionally, employee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employee mindfulness on 

spous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spouse work engagement in the next morning. Moreover, spouse 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moderat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mindfulness and employee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That is, when spouse 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was higher rather than 

low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mindfulness and employee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was weakened.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also supported such that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employee mindfulness on spouse outcomes (i.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in the next morning) 

via employee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were weakened when spouse 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was higher rather than lowe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mindfulness literature in multiple ways. First, our study enriches the 

interpersonal effects of mindfulness literature and advances research on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by linking 

employee mindfulness to spouse work and family outcomes. Second, this study opens the “black box” between 

employee mindfulness and spouse outcomes by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This study also extends the antecedent of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and 

enriches the nomological network of this construct. Thir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pouse 

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which responds to the call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effects of employee mindfulness. Finally, by adopting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this study can obtain a large number of ecological data sets to capture the 

dynamic nature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model. In addition to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useful guidance for management practice. 

Key words  mindfulness, strategic emotional connecting display, family satisfaction, work engagement, family 

nega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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